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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社区地名命名制度的文化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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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侗族社区地名命名制度是当地居民在从事与生计相关的活动中,不断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宝贵的地方性

知识。通过研究该制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去了解侗族居民是如何通过文化的调控去延续自身的激励机制、对农

事活动的精心组织,以及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延续自己的生计方式,并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中加以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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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仅是世

界上地名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其文化底蕴十分深

厚,每个地名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源。[1]地名是

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侗族

社区地名命名制度是当地居民在从事与生计相关

的活动中,不断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宝贵的地方性知

识。通过研究该制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去了解侗族

居民是如何通过文化的调控去延续自身的激励机

制、对农事活动的精心组织,以及对资源的高效利

用,以延续自己的生计方式,并在长期的经验积累

中加以创新的。侗族社区地名命名制度的文化调

控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以人名对地名的命名制度演

化成传统文化调控下的激励机制

传统文化规约下的侗族社区是一个个热心公

益事业,追求个人荣誉,而不计较劳力付出的社会

单元。每个侗族乡民在这种社会氛围的激励下都

不会计较个人的劳力付出和对特质产品的独享,而
是将自己的时间和劳力无怨无悔地贡献给集体公

益事业,追求的仅是整个社会对其业绩的公认,具
体表现为对所完成的公益奉献会以他自己的名字

去命名。这样的命名一旦被社会所接受,将会成为

永恒的荣誉。下文将以侗族对田块的命名制度为

例进行说明。
“稻鱼鸭”共生是侗族先民从滨水的河网平坝

传承下来的生计遗产,但是要在崇山峻岭的山区侗

乡延续这一遗产却要遭受到重重的自然挑战。俗

话有言:“易涨易落山溪水”,山区的水资源补给变

动幅度极大,是其本性所使然。但稻鱼鸭共存的生

态背景,必须是水面相对平稳的浅水沼泽,这就意

味着要延续这一遗产必须对山区的水域环境,实施

人为改性,使易涨易落的山溪水变成水面相对稳定

的高山沼泽。在山岭间构筑“水乡泽国”,本身就是

一种大胆而奇特的创意。让“水乡泽国”登山,不仅

需要从静态的角度精准地审视地表的起伏,还需要

从动态的角度把握历年水位的涨落和水量的波动,
再加上需要投入的劳动力过于浩繁,整个“上山工

程”往往得耗费数百年的光阴,积累几代人的艰辛

劳作,才能最终实现若干代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为

了确保工程建设形成有序积累的态势,这里的侗族

∗ 收稿日期:2012 05 14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乡民建构了一整套服务于公益事业推进的命名制

度。我们在对黄岗侗族社区的调查中记录到,以人

名命名的稻田就有上千块,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仅

以该村现在五组所属的稻田对这一命名情况进行

列举(详情见表1)。

表1　现黄岗村五组以人名命名的稻田①

稻田名称 面积 命名原因 命名距今时间

宝新田 约0.8亩
这块田最初叫“正怀田”,该田由吴正怀最先开
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吴正怀去世后,用其子
吴宝新的名字命名。

约80年

老命田 约1亩 该田最初由吴老命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20年

贵兵田 约3亩(共5丘) 该田最初由吴贵兵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70年

显德田 约1亩(共3丘) 该田最初由吴显德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00年

光显田 约0.5亩
陈光显是作为铁匠引进的人才,其定居黄岗后,
有权在该村开辟稻田,因而将他开辟的稻田命
名为“光显田”

约110年

红生田 约2.5亩(共5丘)
这块田最初叫“老定田”,该田由吴老定最先开
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吴老定去世后,用其子
吴红生的名字命名。

约70年

老光田 约1亩 该田最初由吴老光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80年

文清田 约6亩(共10丘) 该田最初由吴文清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00年

老顶田 约2亩(共5丘) 该田最初由吴老顶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20年

老巴田 约2亩(共5丘) 该田最初由吴老巴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70年

老国田 约1亩 该田最初由吴老国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10年

宝村田 约1亩(共3丘) 该田最初由吴宝村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70年

世木田 约3亩(共10丘) 该田最初由吴世木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00年

佩荣田 约3亩(共8丘) 该田最初由吴佩荣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00年

广新田 约1亩(共4丘) 该田最初由吴广新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60年

世德田 约0.8亩(共2丘) 该田最初由吴世德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70年

佩云田 约1亩(共2丘) 该田最初由吴佩云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60年

换高田 约4亩(共15丘) 该田最初由吴换高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20年

老郎田 约1亩(共3丘) 该田最初由吴老郞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00年

老腾田 约2亩(共5丘) 该田最初由吴老腾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50年

老怕田 约2亩(共3丘) 该田最初由吴老怕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10年

广义田 约1亩(共3丘) 该田最初由吴广义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50年

老猪田 约2亩(共2丘) 该田最初由吴老猪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20年

老海田 约3亩(共3丘) 该田最初由吴老海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20年

老冷田 约2亩(共2丘) 该田最初由吴老冷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10年

老当田 约4亩(共10丘) 该田最初由吴老当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20年

国林田 约2亩(共5丘) 该田最初由吴国林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80年

帮英田 约1亩(共4丘) 该田最初由吴帮英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90年

老上田 约2亩(共5丘) 该田最初由吴老上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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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宽田 约2亩(共4丘) 该田最初由吴老宽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00年

文津田 约1.5亩(共5丘) 该田最初由吴文津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110年

样生田 约1亩(共3丘) 该田最初由吴样生开辟,因而用其名字命名 约50年

　　在侗族社区,小到塘田渠堰的地点,甚至是休

息用的桌凳,大到对整个社区的景观和生态系统的

人为改性,都无一例外地是以人名去命名的,这些

人名都是在历史上曾经生活过的真人,他们为公益

事业作出过贡献,他们的名字就和完成的工程永垂

不朽。当事人即使去世了几百年,只要这个工程还

存在,他们的名字就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口中和心

中。他们的故事就永远会成为教育年轻一代的口

头教本。正是对这种永久性荣誉的追求,驱动着社

区的每一个人都会为了使自己能够享有这一荣誉

而自觉地举公忘私,并不在乎能否获得眼前的特殊

利益。因此能否获得永久性的荣誉,成为了侗族社

区道德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这样的荣誉感还会

和自己的后裔晚辈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去获取这样

报偿的诱惑力更具亲切感和永恒感,因而个人对幸

福的感受有可能超越个人的生命周期,在自己的后

代中得以延伸。
应当看到类似的激励机制在古代的各民族中

也曾普遍存在过,但可贵的是侗族的这种与物质报

偿不挂钩的报偿激励机制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而
且在很多侗族社区仍然行之有效[2](P80),从而成为

外界和现代人群可以感知、可以学习、可以仿效的

有生命的实体。因而,这种在传统文化调控下,侗
族建立在名分上所能赋予的社会激励机制,在今天

的和谐社区建设中也可以发挥难能可贵的借鉴

作用。

二、以自然生态背景对地名的命

名制度体现了传统文化对农事活动的

调控

侗族自然生境的建构,始终坚持最小改性的原

则。大体而言,侗族各村寨之间都以巧妙地利用天

然河道为纬,河道一律相互沟通;各村寨还以天然

的山脊为经,一律以山脊区分各村寨之间的资源归

属,从而使得每一个村寨,每一个社区都能顺应自

然结构自成单元,村寨之间又能实现有序地互通有

无。村寨建构的基本原则在于,每个村寨在地域上

都相对独立而完整,使各村寨之间互有区别,针对

河流上游和下游无法作出明细分界的实情,各村寨

之间则必须树立人为的标识,以便相互区别。根据

罗康隆教授的研究从侗族社会对自然环境利用的

状况看,一般表现为家族的鼓楼是家族成员活动的

中心,家族内各个家庭的住屋围绕着鼓楼而修建,
形成以鼓楼为中心的家族—村寨;家族—村寨的四

周则是家族成员共享的神林、坟山、水井、水田、鱼
塘、凉亭和溪流等公共设施和自然物;往外就是家

族成员的经济林带,大多为茶油树林和桐油树林;
再往外就是家族成员成片的杉木林带和松树林带;
最外一圈就是野生杂木林带,这是家族成员砍柴烧

荒,采集草药、山果,打猎以及放牧的场所。侗族社

会对资源利用的状况形成了一个以家族鼓楼为中

心不断往外推移的环境资源利用圈。[3]

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生态背景中,生活在当地的

居民对于何时何地可以获取何种物品,在不同的生

态背景下如何保证种植的作物获得稳定的收成、如
何能获取野生的动植物等方面的本土性知识就显

得尤其重要。不同的民族针对自身所处的自然生

态背景,可以发育出不同的文化,也可以组织不同

的农事活动。比如,澳洲北部的吉得金格利土著人

在获取食物上有着非常清晰的不同季节的轮换:在
雨季,沼泽里满是水时,他们就吃莲藕;在旱季开始

时,他们就迁移到一个可以找到大山芋的地方,一
年中的这个时候,正是山芋须蔓发绿的时候,山芋

很容易挖到;过一段时间,他们则迁移到湿地的边

缘,男人在这一地带猎鹅,女人则采掘植物的根茎;
在旱季的高峰,食物获取就依赖苏铁类坚果,这些

坚果尽管加工起来颇为困难,但到处都是,足够供

应那些在这一时节因祭祀、宗教和其他社会活动而

聚集到一起的大批人群。而北美的印第安人为了

对玉米的种植有一个精准的把握,他们可以用10
个不同的词分别表示玉米的10个不同生产阶段,
而且对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生产特征作为耕作

与管理的依据。这样的情况,在蒙古族居民的生活

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例如,蒙古族对于与他们

生活息息相关的马匹的称谓,多达百种以上,能够

具体地分辨马的口齿、毛色以及形状特征,对于马

匹品种特性的描述达到一本现代的畜牧学相应内

容的知识水平。正是依靠这些本土性知识,蒙古族

居民能够对马匹的生长习性、放养路径、以及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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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饲料供给等方面都能了如指掌。
在黄岗侗族社区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

居民对大量地名的命名制度与上文论述的内容有

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对地名的命名与其自然生态背

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在他们的农事活动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黄岗有一个山坡叫“弄南

坡”,当我们问及当地人,为何这样称呼时,他们告

诉我们:“南”在侗语中是“竹笋”的意思,“弄”在侗

语中指两个坡中间的“冲”,一到开春的时候,这个

坡上会长满笋子,可能是为了便于在春季的时候找

到这种笋子作为菜肴的补充,老人就给它取了这个

名字。难怪有些人指责侗族居民懒惰,食用的蔬菜

种植得很少时,他们的回答更是简答明了:“既然坡

上已有这么多的野菜,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种植?”。
类似的地名命名在黄岗随处可见,再以一个“班藤

坡”的地方为例加以说明。“班”在侗语中意为一条

平坦的大路,“藤”意思是那田边有藤生长。他们对

我们说:“这种藤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也是很重

要的一种物资,他们捆绑东西都是从这里取材,从
不需要到镇上买化纤之类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到,
他们在何时在何地获取何种野生动植物作为自己

的生活所需都了如指掌。
不仅如此,他们还能从地方的命名当中,知道

该以什么样的品种种植去应对那里的生态环境。
例如,他们针对不同地点的命名属性,有选择性地

对糯稻品种适应的生态环境作出选择,比如在“弄
养坡”、“板弄养”等坡上(在当地侗语中含有“养”字
的山坡都以山上有不同品种的大树而得名),他们

知道在这样的森林生态环境中,要使他们的糯稻种

植获得稳定的收入,这种品种应该具有耐阴的禀

赋。于是针对这样的自然生态背景,他们专门培育

出一种叫“森林糯”的品种,种植于阴冷森林环境下

的田块中。以应对这里日照时间短、气温偏低等制

约稻谷正常生长的制约因素。而对于缺水、高温地

段的山坡,他们一般称作“高归坡”。要在这样的环

境中使他们的糯稻正常的生长,对糯稻的品性就要

求其抗旱能力强,并且生长季尽可能的缩短。为了

应对这一要求,他们在类似命名的坡上,一般都会

种植一种名为“六十天糯”的品种。侗族居民凭借

对这些地名的充分了解,他们可以让不适合于这里

种植的糯稻投进了自然的怀抱。难怪当地人说:他
们的糯稻品种既不怕热,也不怕肥,更不怕冷。

三、以家户数对地名的命名制度

展现了社会组织对社区的文化调控

我们在侗族社区做调查时,经常会听到“百二

贡”①、“百三孔”②、“百五黄岗”③、“三百顺潘”④、
“四百曹滴”⑤等让外族人难以理解的地名。

要理解这些地名及其蕴含其中的命名制度,我
们还得从侗族的基本社会组织———“款”入手。在

传统的侗族社区,以血缘为基础的“斗”组成村寨,
以一个大村寨或数个小村寨组成小款,环地百里,
称“洞”或“坪”;以数“洞”或数“坪”组成大款,环地

数百里;以数个大款组成特大款,即整个民族的联

合。款组织的原始形态,是村寨与村寨或氏族与氏

族之间的婚姻联结,后来逐步发展成村寨与村寨、
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于是侗族社

会便开始进入到以款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结构。至

于款的作用,诸多的学者已作了详尽的论述,在此

不再赘述,笔者仅就款这一社会组织对人口数量的

调控,而使当代侗族社区留下了很多以家户数对地

名的命名制度及其相关的内容作一个理解性的

说明。
按照侗族“合款”的规矩,参加“合款”的家户数

往往可以用作这一片区的地名使用。[4]例如,黄岗

村在整个侗族文化圈内与湘、黔、桂三省侗区连为

一体,隶属于“千三款”⑥中的“百五黄岗”。其中

“百五”二字的含义为:在侗族举行的那次合款中,
黄岗村共有150户人家参加了这次“合款”,因而黄

岗自此以后,一直被称为“百五黄岗”。同样的道

理,“千三款区”的含义是:在那次合款中,该地区所

有村寨参与“合款”的总户数为1300户,这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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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百二贡”指的是贵州省从江县往洞乡的贡寨村。
“百三孔”指的是贵州省从江县往洞乡的孔寨村。
“百五黄岗”指的是贵州省黎平县双江乡乡的黄岗村。
“三百顺潘”指的是贵州省黎平县中潮镇潘老寨。
“四百曹滴”指的是贵州省从江县往洞乡的增冲村。
据调查,黄岗村属于“千三”款组织(“千三”意为当时款内主寨合计有1300户),“千三”包括双江乡的四寨、宰告、黄

岗、帮土等主寨及其附属村寨,如述洞、岺秋。该款款坪设在四寨田坝旁。



自此以后被称为“千三区”。这种以家户数为地名

的称谓方式是通用于整个侗族地区的地名称谓规

范。向零在指出,从江县的信地、高传、吾架、增盈

等,基本上是现在信地乡管辖的片区称为“上千

二”;从江县的往洞、贡寨、孔寨、朝利、增冲等寨,基
本上 属 于 现 在 增 冲 乡 管 辖 的 片 区 称 为 “下 九

百”。[5](P1)他还对“下九百”所管辖的村寨命名作了

补充性的说明:“下九百”包括“三百往洞”、“四百曹

滴”、“百二贡”、“百三孔”、“四百增冲”,并指明,在
这些地名前附加数字符号,是因为它是九洞所管辖

户籍的标志。[5](P30)

“款约”一旦成立,由此而定型下来的地名和地

域区划就会一直沿用下来,直到下一次“合款”才允

许重新规定地名和地域区划。这种特异的地名命

名办法异民族很难理解。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地区

的家户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不断增加,当然

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减少,但却不会长期保持户数

不变。然而,实地调查表明,这些村寨直到上世纪

50年代以前,在整个侗族地区“款约”划定的户数

却可以长期稳定不变。其原因在于,侗族地区早就

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习惯法,每户通常只允许生

育一男一女,任何一个家庭想多生一个男孩或一个

女孩,都必须征得整个社区的同意,并经过寨老议

事会批准才行。正是这样,才会出现像占里那样长

期保持人口零增长的局面。
在社会总资源稀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侗族社

区把家族人口的适度发展视为村寨生存的根基,并

通过“合款”的方式,以固定的家户数(或具体的人

数)作为一个村落或一个地域区划的命名规范,使
其具有了习惯法的制约。这样一来,侗族社区围绕

着资源的控制与利用,建构起了一整套维持社会运

作的规则和运作机制,这实际上就是通过社会调

控,建立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将侗族社区的人口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
上,这可以从侗族流行的民谣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比如他们传唱的“一棵树上一窝雀,多一窝就挨

饿”、“崽多了无田种,娶不了媳妇;女多了无银两,
嫁不出姑娘”、“人会生崽,地不会生崽”等歌词就

是一个实证。如今,侗族居民仍传承这些生育文

化,就是为了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资源进行

有效控制,以便维持社区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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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namingsystemofplacesinDongminorityareasisdisplayedinthepreciouslocalknowl-
edgeaccumulatedandinheritedbythelocalpeoplewhentheycarriedoutdailyactivitiesinrelationto
theirlivelihood.Bystudyingthesystem,wewillbeabletoprobeintothewayhowthelocalDongpeople
adoptedculturaladjustmenttocontinueitsincentivemechanism,organizeagriculturalactivitiesandhigh
utilityofresourcessoastocontinuetheirownlivelihoodandmakesomecreationaftergatheringsome
long-term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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